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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Spatial Measurement Choice and Multidimensional Factors on Jobs-
Housing Balance
PAN Haixiao, WANG Zizhan

Abstract：As a strategy for reducing travel demand and its derived urban problems,

Jobs-housing balance has drawn much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and decision-makers

in the past a few decades. We aim to examine whether and to what extent the jobs-

housing proximity impacts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mmuting in terms of travel dis-

tance in a more sophisticated socioeconomic context rather than that of the age em-

bracing the spatial proximity theory. Both the links and indicators of jobs-housing

balance are much dependent on the selection of spatial measurement unit. We used

the floating unit and selected the scale based on the rule of correlation-coefficient

maximization. With cellphone signaling data, the distributions of jobs-housing rela-

tionship is analyzed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roximity and travel distance is test-

ed at various spatial units. With survey data, the impacts of social-economic factors,

built environment, transportation and location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Jobs-housing

balance strategy are explored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Keywords：jobs-housing balance; floating unit;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planning eval-

uation; commuting distance

伴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大城市、特大城市的人口和用地规模迅速扩展。城市外围居

住区的建设顺应了城市人口增长和中心区疏解。外围地区的产业和科技园区建

设，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和增长动力。与此同时，我国许多大城市都存

在通勤距离增长、交通拥堵和交通环境恶化的问题。如2004年上海居民的平均出行距

离为 6.2km，到 2014年这一距离增长到 6.9km。而北京居民出行距离增长更为明显，

2005年六环内居民平均出行距离为6.0km，2014年这一距离就增长到8.1km。
一些研究认为只要保持就业岗位和居住人口在空间分布的相对平衡，就可以避免

长距离通勤，进而避免交通拥挤问题。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表明，在职住空间分布平衡

的情况下还会存在职住联系错位的问题，即虽然周边有很多就业岗位，但住在附近的

人并不在这里工作；或在就业地周边有许多居住区，但那里的居住环境不能满足此处

工作人员的个人和家庭生活要求。这样就不能实现职住平衡所期望的成效。

人们居住和工作地的分布，既是城市空间规划的结果，也是人们在充分考虑多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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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职住平衡作为一项应对交通和

其它城市问题的政策措施，受学者和政

策制定者的关注。然而空间单元的选择

对职住平衡的指标有很大的影响。在城

市社会经济活动日益复杂的情况下，职

住在空间上平衡的分布对职住联系的成

效如何仍然值得研究。将手机信令和调

查样本数据结合进行研究，为了避免空

间单元尺度的随意性问题，采用浮动区

法，根据最大相关性原则确定空间单元

的尺度, 以此为基础探讨职住空间分布,
测度职住平衡与空间联系成效的关系。

在保持空间单元尺度一致性的基础上，

研究个体社会经济特征、职住平衡、建

成环境和区位等多维度要素对职住空间

联系成效指标的影响。

关键词 职住平衡；浮动区法；城市空

间结构；规划评估；通勤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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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基础上，综合权衡的结果。需要针

对不同的情况，制定更精细化和有效的

规划和管理策略。手机信令数据可以帮

助我们了解职住分布的状况，结合抽样

调查的方法，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多维度

要素对职住分布个体选择的影响。

19世纪末，生产技术和社会分工的

专业化程度低下，社会商品供给和企业

间的竞争不够充分，人们也缺少必要的

环境保护的意识，城市中心区环境恶

劣，拥挤不堪。在当时的条件下，为了

改善人居环境，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

中就有职住平衡理念，希望把城市建设

成为各组团片区就业和生活相对独立平

衡的空间结构。今天社会分工专业化程

度和生活选择的多样性大幅度提高，利

用职住分布的空间临近性策略来解决交

通和其它城市发展问题的作用大小也值

得进一步探讨。

1 相关研究

1970年代以来，美国低密度蔓延的

发展模式带来了严重的交通拥挤和汽车

尾气排放问题。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学

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Robert Cevero
教授等学者的研究表明，职住平衡可以

缩 短 人 们 的 通 勤 距 离 （R. Cervero，
1989），1980年代后职住平衡也成为美

国的一个重要城市政策。

与此同时，美国都市区的就业分布

已从原来的单中心模式向多中心转变。

在原本缺少就业岗位的郊区，就业岗位

大大增加，郊区的职住平衡关系也有所改

善。然而与人们所期待的不同，交通问

题并未随之改善。从经济学原理来看，通

勤距离短并非人们在居住和就业选择中

唯一的考虑因素（G.Giuliano，1991；I.
Saadi，K.Boussauw，J.Teller，等，2016）。
一项对建成环境和汽车通勤出行关系的

系统研究发现，仅仅是职住平衡的作用

并不显著 （M.R.Stevens，2016）。在进

行职住分布的全局结构分析时，除了图

示比较外，也需要定量化的比较 （姜

军，段进，陈沧杰，等，2015）。一系

列成效指标可以更客观地刻度职住的空

间联系，如本地就业比例（郑思齐，徐

杨菲，张晓楠，等，2015）、通勤距离

（钮心毅，丁亮，2015）、过剩通勤率

（I. Saadi, K. Boussauw， J. Teller， 等 ,
2016；M.E.O'Kelly，W.Lee，2005），最

小出行时间（P.S.Kanaroglou，C.D.Hig⁃
gins，T.A.Chowdhury，2015）等。

人们工作和居住地的选择会受到社

会经济特征、住房特征与建成环境、交

通设施与工具等其它多维要素的影响

（柴彦威，张艳，刘志林，2011；赵菁，

刘耀林，刘格格，等，2018；潘海啸，

卞硕尉，2016；S.Li，Y.Liu，2016）。除

职住平衡政策以外，为了改善城市交

通，应针对各类人群采取综合的措施。

我们需要将大数据和调查样本数据相结

合，综合探究宏观结构的集计型（郑思

齐，徐杨菲，张晓楠，等，2015；孙斌

栋，何舟，李南菲，等，2017；尹春，

孙斌栋，何舟，等，2018）和注重个体

行为相关因素的离散型分析方法（邹佳

雯，何仲禹，翟国方，等，2018；C.
Liu, Q.Shen，2011）。

早在 1990年代，Giuliano教授论述

了职住平衡研究结果的复杂性，分别讨

论了职住空间分布上的平衡与错位两种

不同情况，指出两者带来的影响不能混

为一谈；并明确指出对这些方面的研究

要以一定的空间单元尺度为前提，确定

合适的空间单元是对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的基础（G.Giuliano，1991），不同空间

尺度的研究可能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

论。使用手机信令数据进行的研究，也

常惯性地沿用普查小区等管理和调查单

元（钮心毅，丁亮，2015; 杨朗，周丽

娜，张晓明，2019；张天然，2016），

按照这样的空间单元将手机信令数据集

计后进行分析。

空间单元尺度不统一的问题在城市

职住分布研究中一直存在。人口普查数

据和交通调查数据的分析单元往往采

用行政管理边界或人为划定的交通分析

区（TAZ）。 由于数据来源的问题，有

些研究只能采取不同的尺度进行，比如

一项以家庭为分析对象的研究，人口密

度来源于街区单元的人口普查数据；可

达性则依据交通分析小区（TAZ）计算

（C.Liu，Q.Shen，2011）。本文将手机信

令和调查样本数据结合进行研究，采

用浮动区法以避免空间单元确定的随

意性问题，根据最大相关性原则确定浮

动区空间单元的尺度, 以此为基础进行

研究。

2 职住平衡的空间单元及尺度选择

空间单元的确定对职住平衡的取值

有很大的影响。在这里采用手机位置数

据，以第六次人口普查作为校对标准，

得到劳动力人口和就业岗位的分布。分

别用 18个区县、230个街道（镇）和更

精细的 5 432个人口统计调查小区进行

分析。从计算结果来看，采用不同空间

单元所得出的职住平衡取值有非常大的

差异性，这三种不同空间单元的职住比

的最大值分别为 1.82、17.99和 232（职

住比是无单位指标）。区域划分的面积

越大，职住平衡性就越好。

为了便于分析，下面比较不同空间

单元职住比的百分位分布。这里选用

5—95百分位以内的数据进行分析，以

避免极值的影响。从图 1可见，如以行

政区为空间单元进行分析，全市的职住

比变化幅度平稳，而以人口统计调查小

区为空间单元进行分析，全市职住比

分布的差距就非常大。为了避免空间单

元随意性的问题，下面引入浮动区进行

分析。

浮动区半径的选取通常要参考研究

对象的特点, 已有研究所采用浮动区的半

径都会小于该地区的平均通勤距离。以

北美地区为案例的研究，考虑到小汽车出

行和其用地布局相对分散的特点，半径

图1 不同分区职住比百分位数分布
Fig.1 Percentile distribution of jobs-housing ra⁃

tio across administrative scal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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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可达 10英里（16.1km）（E.Deakin，
1989）；而在强调公共交通模式的城市

案例中，半径取值偏小，如郊区就业中

心周边约 2—3英里 （4.8km） 范围 （R.
Cervero，1989）。Peng（1997） 在波特

兰大都市带案例中则对不同的城市地

区采用不同的浮动区半径 （Z.R.Peng，
1997）。在本研究中对单元尺度进行了

研究。

以上海居民普查小区的形心点为中

心，分别以 1km、3km、5km、8km 和

10km为半径构成浮动区空间单元。与以

上的情况类似，空间单元划分的越小,
各个空间单元的职住比值和出行距离变

化的幅度也越大。这里用统计学中的百

分位数来测度变化幅度。如果按1km 的

半径进行计算，职住比的第95百分位数

是第 5百分位数的 3.01倍，出行距离的

第 95百分位数是第 5百分位数的 2.31
倍；如果将浮动区半径扩大到10km, 则

相应的两个数值分别减少到 1.53和 1.35
（表1）。

用不同半径的浮动区进行分析, 有

利于了解在多尺度下城市各地区职住比

的分布 . 为了把握职住比分布的宏观特

征, 首先分析浮动区半径为8km和10km
的情况。从图 2中可以看到, 上海的职

住比的分布呈现明显的圈层状，中环线

以内各浮动区的就业岗位要多于居住的

从业人员数，并且这种趋势向西延伸到

外环线以外，这与上海城市发展的传统

拓展方向一致。中环与外环之间北部地

区及外环以外 5—10km的范围内居住的

从业人员人数要多于就业岗位。由于浮

动区的范围较大，职住平衡系数都在

0.8—1.2之间。当浮动区的半径取为

5km时，浦东和上海北部等个别地区就

业岗位与居住人口的比为0.6—0.8之间，

也就是有20%到40%的人在5km的范围

内缺乏足够的就业岗位支撑。当浮动区

半径取为3km时，居住与就业岗位不平

衡的地区就多了起来，这种不平衡在浦

东和北部的顾村地区特别明显。总体而

言上海职住空间分布的平衡问题并不是

特别严重。

城市的活力在于空间社会经济活动

的专业化。就业岗位和居住人口在空间

分布的相对平衡能在多大程度解释职住

联系的实际成效，也就是人们的出行距

离更短，这点依然值得探讨。必须首先

确定一个合适的空间单元，以避免随意

选取空间分析单元所造成结论缺乏一致

性的问题。首先计算不同半径浮动区的

职住平衡系数和平均通勤距离。按照逻

辑分析，如果职住比对通勤距离影响很

大，回归结果中相应的相关系数也应该

比较高。从表 2可以看到，当浮动半径

取为 3—10km时, 通勤距离与职住呈现

低度相关, 其中浮动半径为 3km时，相

关系数值高，为此下面选择浮动半径为

3km的空间单元，分析职住分布平衡与

实际效果的关系。在两者相关性最高的

情况下，如果发现关系仍然较弱，则说

明仅采取职住分布平衡的措施作用有

限；如果发现关系显著，则成为职住平

衡实施尺度的依据：在与成效变量相关

性最大的空间范围内（3km）采取这样

的措施，效果最好。

空间单元半径(km)
通勤距离比值

职住比的比值

1
2.32
3.01

3
1.86
1.96

5
1.65
1.61

8
1.46
2.01

10
1.36
1.53

表 1 不同大小浮动分析区下平均通勤距离
和职住比的第95与第5百分位数比值
Tab. 1 Ratio of the 95th to the 5th percentile in
terms of average commuting distance and jobs-hous⁃
ing ratio across scales of floating unit

资料来源：采用手机位置数据计算 .

浮动半径(km)
相关系数（R）

1
0.09

3
0.39

5
0.32

8
0.24

10
0.20

表2 不同大小浮动分析区下平均通勤距离和
职住比的相关系数
Tab.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average commut⁃
ing distance and jobs-housing ratio across scales of
floating unit

资料来源：采用手机位置数据估算 .

图2 不同浮动区半径下职住比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jobs-housing ratio at a series of scal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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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职住平衡与通勤距离

从平均通勤距离的空间分布来看

（图3），在上海浦西的内环地区沿延安路

两侧各3—4km范围内人们的平均出行距

离比较短并呈现椭圆形分布，沿延安路

方向是椭圆的长轴。就城市扩张过程中

如何保持较短的通勤距离方面的比较来

看，沿延安路走廊的空间拓展比成都路

方向更有成效，浦西比浦东更有成效。

在浦东的外环内，从三林塘向北联

接起北蔡、花木、金杨、浦兴到高行将

近 20km连续的范围内，人们的出行距

离都比较长。与浦东不同，在浦西人们

长距离出行地区并没有出现连片大范围

长距离通勤的状况。但在浦西外环内的

张庙和庙行地区及外环外的顾村和莘庄

地区人们的通勤距离较长。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职住平衡越好，

人们的出行距离也会越短。从表 3中可

见职住比最平衡的区也是通勤距离最远

（28.9km） 的区；最短通勤距离的区，

就业岗位是相对比较充足。但在就业岗位

最充足的地区（职住比达到5.45），对应

的通勤距离并不是最短的（6.8km）。
与上表一致，从平均通勤距离与职

住比散点分布图（图 4）可以看到，在

严重缺乏就业岗位的地区，很多人们的

通勤距离都会比较长。而在职住平衡比

较好的地区，平均通勤距离的变动范围

也很大。这表明除职住比以外，还有许

多要素会影响到职住联系的成效, 体现

为更长的通勤距离。

我国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也正在向多

中心的模式发展, 职住平衡也是郊区就业

中心规划建设的重点。从上面的分析可以

看到，仅仅是职住平衡这一指标，对通勤

距离长短或职住平衡成效的解释有限。人

们就业地或居住地的选择会受到其它因

素的影响，这些信息难以通过手机信令

获取，我们还需要更详细的调查分析。

4 样本调查分析

这里选择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金桥作为一个

高科技产业园区, 周边有大量的人口居

住。从住宅类型来看既有适于中低收入

者的工人新村，也有高层公寓、别墅等

为技术和管理人员配套的高档居住区，

并有相对完善的配套服务设施 . 规划也

希望这里能建成为一个职住相对平衡的

地区。

调查共发放 2 006份问卷，其中有

效记录为 1 957条。以每个职工的就业

地 3km为半径构成一个面积为 69.6km2

的包络区域，该包络区域的职住比为

0.67。在这一区域居住的劳动力人口大

于就业岗位的数量，如果所有的就业者

都选择在此区域居住，就可以实现近距

离通勤。调查结果也显示住在这近70km2

范围内，并在金桥开发区上班的的工作

人员，平均通勤距离仅为4.36km，但这

部分工作人员所占所有调查样本的

23.6%。这里有足够的居住空间供在此

就业者居住，但高达 76.4%的工作人员

并不在这里居住，这部分工作人员的平

均通勤距离高达 15.79km，职住分离现

象越严重。

在金桥工作人员的居住地空间分布

范围非常广，是否由于这些工作人员在

居住端附近缺乏就业岗位? 从图 5可见

情况也并非如此, 许多居住在内环内的

工作人员，居住地附近有大量的就业岗

位, 但还是会到距离比较远的金桥来上

班。图 6表示这些工作人员居住端的职

图4 3km浮动区半径下平均通勤距离与职
住比的散点图

Fig.4 Scatter plot of average commuting distance
and jobs-housing ratio under the scale of 3km ra⁃

dius floating uni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最大通勤距

离（km)
28.9

最大职住比

5.45

对应职住比

1

对应通勤

距离（km)
6.8

最小通勤

距离(km)
3.2

最小职住比

0.5

职住比

2.57

对应通勤

距离(km)
15.83

表3 职住比与通勤距离的对应极值比较
Tab. 3 Corresponding extremum of average com⁃
muting distance and jobs-housing ratio across scales
of floating unit

资料来源：根据手机位置数据计算 .

图3 3km浮动区半径下平均通勤距离的
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verage commuting
distance at the scale of 3km radius floating uni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图6 金桥工作人员居住地职住比与他们的
通勤距离关系

Fig.6 Scatter plot of respondents' individual com⁃
muting distance and the jobs-housing ratio within
a 3km radius unit based on their residential loc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图5 金桥工作人员居住地分布及居住地周
边的职住比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jobs-housing ratio
based on respondents' residential location within a

3km radius floating uni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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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比与通勤距离的关系，显示职住比与

职住联系的空间分离有一定关系, 但并

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5 社会经济要素与职住分离

城市经济学中有关居住区位研究的

理论告诉我们, 影响人们居住选择的因

素也涉及到住房的可支付性、交通条

件、区位和周围一定范围内的建成环境

等。调查数据还包括每位工作人员的社

会经济状况如收入、职位、家庭人口、

居住和交通工具拥有状况及是否采用单

位或园区班车等。居住端的建成环境要

素包括：住房成本、以3km浮动区的半

径计算职住比、居住和就业密度、兴趣

点（POI）数量(1km半径)和道路网络密

度（500m）。
住房的可支付性是居住选择的经济

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是职住平衡研究中

的重要因素。调查样本使我们能够获得

个体的收入、住房产权等数据。这些要

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居住地分布（G.
Giuliano，1991）。

对不同收入水平工作人员的居住地

空间分布做核密度分析，我们发现随着

收入水平的提高，职住分离的现象越明

显。高收入者的居住相对分散，通勤距

离是低收入者的一倍以上。如果这部分

人采用小汽车上班，对交通问题的抱怨

也就更加强烈。在金桥工作的人员中有

许多是租房居住的, 自有住房和租房者

的居住地的空间分布模式也具有明显差

异，有房者分布更加分散（图7），购房

者比租房者的通勤距离增加高达57％。

6 多维要素的统计模型分析

为了考虑交通、住房的区位条件、

住房的可支付能力、居住端的建成环

境、职住平衡比，以及职位和家庭特征

等多要素对是否就近通勤的影响，建立

二元 Logit模型进行分析。根据前文所

述，将居住在就业地附近约 70km2范围

内的金桥工作人员定义为就近通勤者。

从表 4可以看到，产权有显著影响

的可靠性最高，租房居住的迁移成本

低，发展租房市场有助于职住关系实现

更灵活的双向协调。租房者更愿意就近

居住。职住平衡政策与完善的租房市场

结合, 更有利于这部分人的近距离通勤。

与租房者相比，自有住房者就近通勤的

概率会减少57%。在北京亦庄就业中心

的研究中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赵晖，

杨军，刘常平，等，2011）。
用住房租金与收入的比值来表达工作

人员的住房的可支付能力（G.Giuliano，

1991；C.Benner，A.Karner，2016）。 在

同样居住环境条件下，就近居住者的住

房成本高。应提供多种类型的居住条

件，以保证支付能力较弱，但有希望就

近居住的工作人员可以选择在较近的范

围内居住。

其次是个体的交通条件和社会经济

要素：拥有小汽车或有班车服务，分别

减少就近通勤的概率约35%；蓝领工人

及有学生家庭，就近通勤的概率分别增

图7 金桥工作人员居住地分布模式（核密度）
Fig.7 Kernel density pattern of respondents' residential location by income level and housing tenure respectivel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年租金/年收入

小于35岁
蓝领工人

管理人员

1km内POI数量

家庭有学生

有住房产权

小汽车拥有

班车服务

职住比（居住）

常量

B①
1.364
.174
.258
-.248
-.002
.382
-.834
-.447
-.411
-.358
1.509

S.E,②
.641
.156
.154
.167
.000
.167
.149
.182
.182
.421
.478

Wals③
4.521
1.235
2.802
2.202
132.167
5.230
31.363
6.008
5.130
.725
9.962

df④
1
1
1
1
1
1
1
1
1
1
1

Sig.⑤
.033
.266
.094
.138
.000
.022
.000
.014
.024
.395
.002

Exp (B) ⑥
3.911
1.189
1.295
.781
.998
1.465
.434
.640
.663
.699
4.522

注：自变量的假设检验中，原假设为某一自变量各水平间的应变量均没有差异，备选假设为至少有一组水平
间有差异。①变量的回归系数；②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③用于备选假设显著性检验的统计量；④自由度；
⑤接受原假设时的概率；⑥比数比，事件发生的概率与其不发生概率之比，测度发生的可能性。
资料来源：根据全部调查样本估算 .

表4 对是否就近通勤的二元Logit回归模型
Tab.4 Binary logit regression on short-distance commuting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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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约30%和47%。再次，居住端的服务

设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所居住地区周

边 POI每增加 100个，就近通勤概率约

减少18%。与美国学者Stevens的研究相

一致，居住端的职住比并不起作用。

再从样本中选取不在附近居住的工

作人员, 研究其通勤距离受到哪些因素

影响。如果仅考虑到职住平衡这一个因

素，通勤距离与职住平衡系数的相关系

数仅为0.002。也就是说职住平衡系数对

这部分工作人员职住分离程度影响相当

有限；而联合社会经济和交通条件等要

素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回归方程的相关

系数可以达到0.610，对个体职住分离程

度的解释力大大提高，具体各变量的影

响见表5。
从表 5可见，首先是区位布局的影

响。居住在浦东，与就业地在黄埔江同侧

的职工平均出行距离要比居住在浦西少

8.1km，如果在区位层面上居住与就业

机会安排错位，通勤距离将大大增加。

这也与城市空间扇形模型理论相一致。

其次是住房和居住环境。住房的可

支付能力越强，通勤距离就会更远，距

离的变化变化幅度可达 7km, 这仅次于

区位布局的影响。在居住环境方面，

POI数量和职住比的整体影响幅度不超

过2—4km，就业机会越少，其通勤距离

就会越长。自有住房者的平均通勤距离

比租房者增加约1.2km。
个体属性方面。35岁以下有更短的

通勤距离；拥有小汽车的通勤距离会短

860m，这可能是由于浦东地区的小汽车

拥有率普遍比较高造成的。而职位、班

车服务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这可能是由

于非就近通勤群体中职务结构更趋同化

的结果，非蓝领岗位的人员高达87%。

调查样本居住端职住比的最低值为

0.686，即使我们能够充分增加在居住端

的就业岗位，使职住比的数值达到为 1
的理想的状态，人们的出行距离仅减少

1.05km。所以日益复杂的城市环境中，

我们必须综合考虑多种规划和管理要素

的影响，避免职住空间联系距离过长。

7 结论和建议

其一，职住比数值的变动状况受空

间分析单元划分方法的影响很大。研究

划定的空间分析单元越大，职住比的差

距越小。将同一个城市的空间分析单元

划分得越小，这时职住比的差距就越

大、变动也就越剧烈。职住平衡问题的

研究需要一个恰当尺度的空间分析单

元，否则研究结论将会有很大的差异。

其二，对一个社会经济联系日益密

切的城市，人们上班出行活动的空间范

围往往会跨越各种行政管理区的边界，

采用浮动区的方法可以避免人为设定的

边界影响。可以研究采用不同半径的浮

动空间单元，研究职住比空间分布的特

征，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对不

同尺度的规划进行客观评估。由于相对

比较完善的规划管理体系，总体而言上

海的职住分布不平衡的现象并不是特别

严重。特别是浦西地区沿东西向发展走

廊上。但浦东和浦西在职住空间联系的

巨大差异值得研究。

其三，通过统计分析，可以发现职

住平衡对人们实际的职住空间联系有一

定的影响，但解释力很弱，即便是在比

较理想的职住分布平衡的状况下，人们

的通勤距离仍然有很大的差异性。就近

与非就近通勤者具有不同的个体特点和

住房需求，包括价格、产权和周边设施

环境，需要针对不同的群体，采取更有

效的规划措施。

其四，城市交通条件的改善，出行

方便性的增加，也将使人们特别是就业

和居住地选择的范围更广，管理和专业

技术人员对住房周边服务设施与环境更敏

感，会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居住，拥有小

汽车使远距离通勤更方便，但也会带来

交通拥挤的问题。同时考虑更高效轨道

交通或班车服务，希望能够吸引这部分

人群乘坐高品质的公共交通，来缓解小

汽车通勤的压力。就业区与居住区的区位

一致性，有利于提高职住平衡的成效，

减少通勤距离。而城市空间发展方向的

剧烈变动会加剧人们交通出行的困难。

其五，在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时期和

城市更新发展中，不仅要注重职住空间

分布的平衡，也要研究影响职住平衡成

效的多维要素和高品质公共交通体系与

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从而采取更有针

对性的精细化城市规划与管理措施，避

免大范围职住联系的过度分离和对小汽

车过度依赖的现象发生。

本文研究中得到卞硕尉和施澄的支

持，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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